
唐朝时期，在中央王朝的四周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东
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主要有突厥、回绝、吐谷
浑，西南主要有吐蕃、南诏。在华夏大地之外，还有高丽、天
竺、波斯、大食、尸利佛誓、真腊、河陵、林邑等境外民族政权。
这些政权不同程度地与唐朝保持着或战或和、或远或近、或
亲或疏的关系，有的是唐朝的友好邻邦，有的则是虎狼劲敌，
对唐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
上，坚持什么原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试着从分析
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动态关系入手来总结唐处理民族关系的
指导原则。
一、核心利益至上原则
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始终恪守一条底线，那就是不
能损害自身核心利益———唐朝的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凡是
有碍于唐朝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的，不管对方是友是敌，唐
朝统治者都会毫不含糊、不惜代价地采取果断措施来排除甚
至消灭之。这可以从唐与突厥的关系中得到印证。
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初，整个中原地区局势动荡,一度统
一强大的隋朝土崩瓦解,天下群雄并起,割据林立,据载当时的
中原是“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者千
百成群”(1)。而此时北方的强邻突厥族,再度崛起,雄霸一方,“契
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2),甚至“华人多往依之”(3)。由于李
渊起兵前曾任太原留守,“北备边朔”(4), 曾与突厥数次交锋,对
突厥的军力了解较深,所以他“比其他人更认识到欲取天下,
先必与突厥媾和的迫切与重要”(5)。因此，李渊主动向突厥示
好，争取支持，他在给始毕可汗书信中说:“当今隋国丧乱，苍
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
远迎圣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若能
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
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
量其中。”(6)始毕可汗也看到隋朝大势已去，崩溃在即，因此顺
水推舟，建议李渊废隋主自立,并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
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7),并“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特勤等
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8)

在李渊起兵后，突厥也确实履行承诺，始毕可汗发兵送
李渊入关,多少随所欲,并且曾“遣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
至。”这二千突厥精骑初至即“遂下韩城”破屈突通。尔后又参
与唐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数年奔波“从平京师”。处罗可汗
时,也曾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配合唐军,击败刘武周。应该
说，李氏家族能在较短时间内力挫群雄，顺利建唐，跟突厥的
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从这一点看，突厥对李氏家族是有恩
德的，对唐朝的建立是有功劳的。
李唐势力的迅速崛起，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原王朝即将再

度出现时，突厥统治者意识到李唐王朝一旦完成统一大业，
必对突厥不利，因此突厥改变了对李唐的支持政策，转向支
持李唐的敌对势力并对唐朝发动战争。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二月突厥处罗可汗继位。处罗即位不久就数次侵唐边境。
是年八月,处罗遣数千骑与梁师都寇延州,十一月,又以梁师都
为乡导,谋大举入寇。随着唐朝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唐统一
中原的趋势日趋明朗,这促使突厥加大了侵唐的频率与力度,
以阻碍唐朝消灭割据、实现统一的步伐。这样“唐与突厥矛盾
进一步激化,突厥对唐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呈现出次数越
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9)。主要表现在: 一是协助与
唐对立的其他割据势力如刘黑闼、刘武周、苑君璋等。如:武德
四年（公元 621 年）,与马邑苑君璋合兵攻雁门。五年（公元
622 年）春,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合军围攻唐将李大恩,致使“王
师败绩,李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10)当这些割据势力失败
后,突厥又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帮助他们东山再起。如,五年
三月,李世民败刘黑闼于洛水之上,刘黑闼即亡奔突厥,且借突
厥兵力,卷土重来,“六月引突厥万余骑入抄河北”(11)在支持李
唐敌对势力的同时，突厥还直接出兵侵唐,如:武德四年四月,
颉利“自率万骑攻雁门”;五年六月“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
州,又遣数千骑南侵西入灵、原等州……攻围并州”,“又分兵
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12),同年八月“丙辰,颉利寇雁
门,已未进寇朔州”，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13)。不管是
协助和扶持唐的敌对势力, 还是直接入侵, 都是突厥对唐政
策的转变的具体体现。突厥改变对唐政策的原因，是突厥害
怕唐崛起后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因此他由助唐的立场转变到
反唐甚至攻唐的立场，企图阻挠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原政权
的出现,继续维持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武德七年（公元 623
年）,唐平定了除梁师都外的各割据势力,天下初定。颉利的侵
略规模更甚,自武德七年至九年,突厥大规模侵边每年一次。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奉国入寇”,八年七月,“颉利集兵
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九年
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14)。突厥的行
为，严重地损害了唐朝的核心利益———唐朝政权的巩固和大
局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昔日有恩于己的友邦，唐朝
政府也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对突厥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
攻打击。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冬,唐太宗命徐世勣、李靖、柴
绍、李道宗、薛万均、卫孝节等十总管兵力十余万分道大举进
攻突厥,次年在白道大败突厥军,其部众如突利、康苏密等纷
纷来降。唐军乘胜追击,生俘颉利可汗,俘其众十余万,灭亡东
突厥。
二、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以夷攻夷、明哲保身

浅议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以唐朝与突厥的关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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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唐朝与突厥、吐蕃的互动关系中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了三条原则，即核心利益至上
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政治优先原则。这三条原则并不是地位均等的原则，核心利益至上原则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
的刚性原则，不容动摇。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原则是柔性原则，可以因时因事制宜，变通执行。

[关键词]唐朝 处理 民族关系 原则

史志鉴研究 SHIZHIJIANYANJUE

【黑龙江史志 2010.21（总第 238期）】

6



为了达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胜利，唐朝统治者在
处理民族关系时，通常采用“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
治夷”的方针。如，唐高宗在讨伐反唐的西突厥贺鲁时，采用
了骆弘义“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的建议，征发回纥、处
月、处蜜及契苾等部落的军队猛攻贺鲁，唐朝大军驻凭洛水
助阵，在交战时刻，“胡骑出前，唐兵摄后”，取得讨伐贺鲁的
胜利，达到“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
稷”(15)理想效果。武则天时，陈子昂就周边民族政权互相攻战
之事提出了“夷狄相攻，中国之福”论断。唐中宗时，右补阙卢
俌直接向中宗提出“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的观点，并
用历史事实加以佐证说明：“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
孙而匈奴败。请购辩勇之士，班傅之俦，旁结诸蕃，与图攻取，
此又掎角之势也”(16)。唐朝在“以夷攻夷”上，常是让蕃将带兵
打仗、以夷兵攻打夷兵，如，唐太宗重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
力，唐玄宗重用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武则天用突厥默啜
可汗之兵攻打契丹等，这种“以夷攻夷”、明哲保身的做法，是
唐朝实施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典型体现。
（二）以夷制夷、坐收渔利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指利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或者少
数民族政权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让其相
互牵制、互相制约，使其处在动态平衡之中，弱化其军事政治
力量，分散其注意力，削弱其战斗力，来分化瓦解其中一方对
唐的军事进攻或威胁，从而达到维护唐朝自身的政治军事安
全和维持唐朝对少数民族控制的政治目的。唐朝统治阶级中
有不少人认识到“以夷制夷”的长处，如贞观名臣李百药，他
在《安置突厥议》中指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
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使不相臣属，纵
欲存立阿史那氏，惟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执
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比不能抗衡中国矣。”(17)又如陈子昂
分析少数民族政权相互牵制对唐王朝的益处时认为:“国家所
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服中国，故势微弱，委命下吏。今九
姓叛亡，北蕃丧乱，君长无主，回纥残破，碛北诸姓，已非国
有，欲踦角亡叛，唯金山诸蕃共为形势。”(18)统治阶级很多情况
下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
如武德三年(620 年)，唐高祖为了解除东突厥的威胁，便对西
突厥统叶护可汗“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
五年冬。”又如武德七年八月,突厥可汗颉利、突利率兵“举国
入侵,边营南上”,陇东几乎全被突厥占领,李世民率兵迎敌,双
方在豳州相遇，世民率百骑前往突厥阵前, 离间颉利、突
利,“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世民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兵退。
《旧唐书·铁勒传》载：“平突厥颉利之后，朔塞空虚，夷男率其
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
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故匈奴
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以其强盛，恐
为后患，十二年（公元 638 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结皆
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19)，太宗此举，是醉翁之
意不在酒，优崇夷男家族是幌子，真实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册
立夷男二子，使其相互牵制、甚至相互争斗，以达到削弱薛延
陀的势力，便于唐朝对薛延陀的控制。实践也证明，太宗的做
法是正确的，达到了对薛延陀的控制，夷男死后，二子相互争
斗，互相残杀，诸姓俟斤“递相攻击，各遣使归命。”
唐太宗之后，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沿袭了“以夷制
夷”的方式。如唐高宗就分别册立西突厥的阿史那弥射为兴
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并令他们各领所
部，“赤心向国”(20)。唐玄宗时，东、西突厥使者先后到达长安，
玄宗设宴欢迎。在宴席座次安排上，双方发生争执，东突厥的
使者认为，“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而苏禄
的使者则认为，“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21)最后，唐

玄宗让他们分坐于东西幕下，不分高低。表面上看是调解他
们的座次纠纷，实际上是暗示东西突厥的地位平等，不相统
属，以相牵制。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少数民族力量在内
部或彼此间消耗掉了，中央王朝则不动一兵一卒，坐收渔翁
之利，胜之于无形。
（三）以夷治夷，以逸待劳
所谓“以夷治夷”，就是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内

部事务的羁糜方式。唐朝在隋朝已有的“以夷治夷”基础上，
继续推行和完善“以夷治夷”。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 年)二月
就颁布诏书，大致规定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
就是“追革前弊，要荒藩服”，“怀柔远人，义在羁糜”，“分命行
人，就申好睦”。从隋唐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将“以夷
治夷”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正是隋唐两朝统
治者的明智之处。”(22) 唐太宗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一语道破
了“以夷治夷”的天机。他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
忽，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速欲改其习性，同此
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抚驭之。”(23)一个民族
的生活习俗，是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慢慢积淀而成，改变
其习性，实属难事。如果少数民族本身不主动要求改变，若要
通过外力强行改变，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
反抗。因此，“以夷治夷”———设置羁縻府州是在当时情况下
处理民族关系比较理想的方式之一。唐高祖入关时，曾令韦
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隋，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
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渠帅
为牧宰，法令肃清，人怀欢心。”(24)唐高祖在南方设置的羁縻府
州很多，有黎州、曾州、宗州、盘州、牂州、矩州等，在北方设置
的羁縻府州有慎州、鲜州、涂州等。太宗继位后，也设置了很
多的羁縻府州，在西南、东北、西北方民族地区均设置羁縻府
州，“因其习俗抚驭之”。如在平定东突厥后，“自幽州至灵州
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
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
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
者数千家。”(25)到玄宗时，羁縻府州的数量更多，到开元年间，
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和南方至少设置了 856 个羁
縻府州，是开元时内地府州 328 个的 2﹒6 倍(26)。这些羁縻府州
的设置，既顺应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特点，又有效
地发挥了少数民族自我管理的积极性，既省去了唐朝的不少
心力，又缓和了双方的矛盾，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稳定，取得
了以逸待劳的良好成效。
三、政治优先原则
唐朝与周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联系和

交往，在这种联系和交往中，唐朝始终坚持政治优先原则，即
唐朝统治者始终把周边民族在政治上对唐的尊重、归顺和臣
服作为交往和联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对方在政治上尊重或
归顺、臣服唐朝的基础上，唐才与其进行其他领域的合作与
往来。
中国很早就存在“夷夏观念”，“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萌芽

状态的民族主义也产生了,古人称为‘夷夏之辨’”(27)。这种“夷
夏之辨”实际就是“中心”与“边鄙”的区别和“宗主”与“蕃属”
的区分。另外，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认为本国周边乃至更
远的地区与国家只不过是蛮夷戎狄居处的化外之地，自己才
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故自称“中国”、“中华”。这种初
始的夷夏观念演变到汉唐时，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和黎
民百姓心中一种自觉的自然的存在———牢不可破的“中心意
识”。客观上说，当时的唐朝无论在人口、领土还是在综合国
力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东方大帝国。势力的强盛和影响的广
泛，使唐朝统治者的“中心意识”更加膨胀。在“中心意识”的
支配下，唐朝统治者很自然地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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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定位为“中心”与“边鄙”的主次关系和“宗主”与“藩属”
从属关系。在唐统治者看来，“边鄙”之国欲与“中心”之国交
往，“藩属”欲与“宗主”往来，很自然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唐
朝的尊重、归顺和臣服。而体现尊重、归顺和臣服的最好方式
就是朝贡，“中国历代统治者视朝贡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
征…中外交往的诸多形式一概被冠以朝贡之名”(28)，“凡要与
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29)因
此，唐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联系交往中，很多事情都被贴上
了“朝贡”的标签。在实践中，唐朝也尽量为少数民族和周边
国家来华朝贡创造良好条件和便利，对肯来朝贡的国家和民
族持宽容态度，甚至与之冰释前嫌，消除恩怨，“凡肯朝贡的
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
接纳。”(30)

唐朝之所以能坚持政治优先原则，这是由唐朝强大的综
合国力和深远的影响决定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
盛时期,国力雄厚,四夷宾服。“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
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31)宋人评论说:“唐之德大
矣!际天之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
‘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一为不宾,随辄
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32)在此情形下,四周的少数民
族政权也愿意交结示好，“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 道路
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33)。
由于唐朝统治者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联系交往中，
坚持政治优先原则，把政治上对唐的尊重、归顺和臣服放到
了首要位置，因此，其“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
反, 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34)。唐朝为了体
现“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大国风范，造就“四夷
顺而天下宁”,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很多时候都是不惜
代价、不吝财富的，正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
其义不计其功”。一是奖励贡使，唐朝对前来朝贡的使节与商
人，均予嘉奖，有的封官，有的给予回赐。如，阿拉伯人朝贡得
到回赐的，我国史书上有多次记载，如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大食遣其将苏黎等 12 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
带；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大食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
帛百匹；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黑衣大食遣大酋望 25 人
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另外，在朝贡中，阿拉伯
使者被授予“郎将”、“左金吾卫将军”、“左金吾卫员外大将
军”、“中郎将”等名誉职称的，也达七次之多(35)。又如唐朝对波
斯贡使的回赐，如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罗和异国大城主
郎将波斯阿拨来朝。赐帛百匹，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开
元十年（公元 722 年），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
贡，授首领为果毅，赐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二是从优安排
贡后事宜。史称蕃国朝贡,“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
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革
末革曷,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36)。“报
赠”即对朝贡国贡品的酬答与赐赠,且“计价酬答,务从优厚”(37),
以不失远人“向化”之心。“册吊”指唐朝对朝贡蕃国君长的
册封或吊唁。“程粮”乃贡使回国时,按路途远近支付其食粮。
由于唐朝过于追求政治名誉，不重经济利益，不计经济
成本，使得前来朝贡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个体蕃商也
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因此四夷“进奉”之物的数额越来越
大，沿途“贡物”的转运,就成了唐朝政府的一大负担,馆驿往
往不堪重负。元和初李绛称:“若进奉货物悉令馆驿递送,岂唯
馆驿不济,实虑州县难堪,财货数多,差夫递送,便须防援,转益
劳烦,……实致扰人之弊”(38)。为此,唐朝政府不得不限制进京
贡使人数,“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
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39)。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利益至上、利
益最大化、政治优先三大原则并不是地位均等的原则，其中
核心利益至上原则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刚性原则，不容动
摇。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原则则是柔性原则，可以因时因事
制宜，变通执行。如唐高祖太原起兵之初,遣使向突厥称臣，唐
对突厥也以宗主国自居,“每遣使至,多横暴”,“言词悖傲,求请
无厌”等骄倨和无理行为隐忍以待,“每优容之”等(40)，就是唐
朝统治者变通执行政治优先原则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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